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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

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

对“理论”的忽视或丢弃，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

常生活批判力量的丧失。在其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他所谓

的“文化理论”冷嘲热讽，尽显其残酷而优雅的风格：

一切是再明显不过了。研究乳胶（代指性——引

注）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

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义——学习应该是充

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

或“卧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于是，

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从电

视机前离开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

摇滚乐在过去是那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

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对象。智识事务不再

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

妓院的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

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

罢了。

虽然他所称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后现代的法国理论，

但实际上这里则更是针对着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

“文化研究”。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一如伊格尔顿上述的描画，

就是智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甚至最终可能的融为一

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相接近，这或可叫做“日

常生活学术化”吧！对于日常生活，这结果是什么，伊格

尔顿没有说；但对于知识或学术，伊格尔顿则明白无误地

警告，这将最终导致其对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丧失。 

客观地说，伊格尔顿此言真是一个洞见！文化研究的

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

是捍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论怎样地被“文化工业”所

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 即生命自身的过程，因而便

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

为基础的对媒介话语的处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

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是，它决不相信什么“文化工业”

的腐蚀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

和构造（阿尔都塞）。例如，大卫·莫利就认为，观众不仅

仅有自己的语码，那尚是话语的层面，他们更有自己的生

活语境，因此其解码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媒介话语

置于自己的日常语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会解构媒介话

语的强势灌输。如果可以认为“话语”或“意识形态”有

时是致幻剂，那么“生活”则就是它们最为彻底的解药。

文化研究当然是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将日常生

活本体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能

够反思日常生活。这是伊格尔顿的忧虑所在。

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崇拜，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

对“文化”的新的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中，

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

知识的和精神的” ；威廉斯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对一

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

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

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

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 威廉

斯“文化”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质的”生活，将物

质性的“体制和日常行为”，纳入“文化”的范畴。尽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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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将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质性文化

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

最终则会导致其批判功能的丧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

“无意识”地生活着。而现今广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概念，

其“物质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质形态外，另外一个未被

注意的内容就是“无意识”。不是詹明信的“文化无意识”，

而是文化，（即）无意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无意识

乃是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

作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霍

尔则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对他来说，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对阐发现实

文化问题有用。他曾经向访问他的中国学者表白：理论“其

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

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

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

论，就是运用。” 在霍尔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显然只是

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层次。莫利也不时地嘲笑理论，

说理论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赚取更多的教席和学

生。不过也有人还嫌不够，要求霍尔所领导的“文化研究”

应该回归到社会学的本位，肩负起社会学的重任，因为据

说霍尔多少还有些“话语转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现代

嫌疑 。

文化研究的当前变化可以说愈来愈“非理论化”了。

在英国有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转向，他将文化政

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

性”。本内特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确，

他在开放大学接替霍尔社会学教授一职，也可以说象征着

英国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义”转向。如果说霍尔

是将“理论”转化为“批评”，此时“理论”尚有存留，那

么本内特则是将“批评”修正为（实证 /科学）“研究”，“理

论”终于变得可有可无了。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好像就

从未“理论”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这当然

与本内特的言传身教有关（他曾一度执教澳洲）。目前文化

研究课程在欧洲高校正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多是在传媒系

科，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很少引起“哲学”学者的关注。

上世纪 90 年代，文化研究抢滩中国，在与文学研究发生过

激烈而短暂的交锋后，便旋即毫无争议地转入文学研究者

比较陌生的文化产业研究了。文化产业研究者认定，一方

面，文化可以经济化——文化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

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另一方面，

经济也要文化化，就是说，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

能，通俗地说，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需要“符号化”

和“审美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本内

特们或者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类对文化的

应用性研究，都将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某种程度的沦丧。

文化产业研究是没有立场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

就是替利益张目，而非为“文化”执言。文化研究演变到

文化产业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门实用经济学，它决非

“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在其起源处的政治情结至此消释

殆尽。如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论本来是一种如

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社会批判理论，而现在许多中国文化

学者却鼓动将它拿来打造产业“品牌”形象。抛弃了批判

理论，文化产业将只会生产“景观”（spectacle）或“拟像”

（simulacrum，一译“虚像”），一种歪曲真实的虚假形象。

君不见，在影视界，我们的前卫编导们不知生产了几多“中

国拟像”，不，是“拟像中国”，与真实中国无关的“拟像”。

他们不对真实负责。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另一发展是由各路学者纷纷涌

入的所谓“文化批评”，其中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

论。但有一点则很明显，就是它对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

电视和因特网等等的本体性依赖。文化批评的声音多在这

些场所出现。大众媒介是深受市场定律的制约的，发行量、

收视率、点击量无时不在折磨着媒介人的神经。在这样的

场所，“文化批评”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作为，它必须

跟着市场走，必须吸引眼球，否则就不给上版、上镜、上

传。大众媒介似乎有时也欢迎一些“独特”的声音，批评

好像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的，但别忘了，它要你的独特，是

用你的独特做卖点！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化批评难逃一种伪

文化的“大众批评”的厄运。欧洲理论新星齐泽克对文化

研究持悲观态度，但他的悲观却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发现，

文化研究对权力的反抗正好为权力所需要，因为权力正是

通过对差异的承认和整合来建立和稳定自身的。我们不是

要整个否定文化批评，它至少还给大众提供了有限的公共

空间，我们在此仅仅是想提醒，文化批评，可别忘记了“理

论”和“反思”。而对那些只会哗众取宠的、迎合市场的所

谓“文化批评家”、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贩卖“激进”，

或贩卖“保守”，扭捏作态，装疯弄傻，假冒先知，需要声

明的是，我们则无须去提醒，因为他们比谁都“清醒”，他

们无非是在演戏、“卖”“艺”。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体论”的，而理论则是认识论的，

它假定主客体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们无论如何地“弃智

绝圣”，都不能将认识主体取消干净。当我们与自然一体时，

我们将不再是能够认识的人；而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作为人

的存在，那么“认识之眼”将是我们最基础的本质。而且，

我们知道，“理论”的原义就是“观看”。当年胡塞尔之所

以无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义，非其不为，是逻辑上之

不能也。庄子难题“子非鱼”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但

它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举“生活本

体论”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将不会形成“观

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反对主客

体二元论的，其实，它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

体之绝对支配地位的认定，而不是在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

论。德里达认为意指总是被“延异”，是因为二元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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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和张力永远无法克服。就此而言，

解构，甚至包括一切后现代的主张，都不是对认识论的取

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而尝试创新认识论。

解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

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

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

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反，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则试图

消灭认识论，它将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基础化和本体化。

认识不再独立于世界，它就是我们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

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前见”甚至是“偏见”没有什么可怕，

它们构成我们的基本存在，是我们理解能够进行的先决条

件。没有“前见”，我们无以理解。我们只能在“传统”中

理解“传统”。解释学要的是“真理”，反对的是“方法”。

在伽达默尔，“方法”是认识论的同义词，而“真理”则是

没有“认识”的“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那部名著《真理

与方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当把“理论”、“认

识”、“方法”统统本体化之后，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

活化”，那么由谁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呢？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缺少这个反思的维度，威廉斯

和霍尔则是更未曾想到过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而一旦有了

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理论大厦将顷刻间崩塌。

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理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但在这事实背后则是反思精神的匮乏，是认识论距离的消

失。拥抱日常生活，当然不错，因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

但这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着多少的文化和

观念的沉积呀！换言之，生活从来就是文化的。将文化彻

底地生活化，将可能使那些貌似时髦而实质上腐朽、落后、

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护起来，移出我们的批判

视野，逍遥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尔与纳粹政府的同流合

污不是没有哲学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就不会如此。

唯美主义乃是文化研究所要批判的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

性”（如对阿诺德的批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英国文化研究也有向着法兰克

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方向的努力。英国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国

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的社会批判事业。德国著名文化研究

学者雷纳·温特教授以威廉斯的著作为例，将英国文化研

究当作一种批判理论来理解。他认为：“威廉斯，与 19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布尔迪厄十分相像，也提出了一

个社会干预性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将学术世界与日常生

活联结起来。” 但人们不会想到的是，由于对“理论”和

“反思”的放弃，其中被重新定义了“文化”的英国文化研

究总是呈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某种妥协。例如20世纪80年代，

霍尔号召左派要向右派学习，要从“撒切尔主义”的右派

改革中汲取教训。再如，菲斯克对消费社会的游击战理论，

莫利关于电视观众对强大媒体的积极接受理论，从另一方

面看，其实也是要人们放松对消费和媒介之控制和霸权的

警惕和抵抗。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无需积极地组织抵抗，

因为抵抗是天然地发生的。

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已经在全球展开。在

中国，文化研究也有了十几年的历史，而且还在以势不可

挡之势向各个学科推进。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研究事业，

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其先天的不足，以及后天的局限。这

就是说，我们应当将文化研究从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发展

其理论的批判性力量，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

种文化理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学科性的要求，但更是一种

批判意识的自觉。

作为文化理论的文化研究，将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面

貌？其具体议程是什么？其与现实问题的切点在哪里？这

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目前有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就

是结合我国本土的文化理论资源，发展和建构出一种能够

回应我们当代现实问题的文化新理论。如此说来，霍尔等

“反理论”的宣言在另一方面却也是在昭示我们，理论追求

着普遍，然其无往而不在“地方性”之中。地方性的理论，

其“普遍性”将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对解决世

界共通问题有借鉴、有启发，简言之，有对话的可能。事

实上， 在全球联结的今天，任何地方问题都是自在地与世

界问题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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